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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 
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引言

近年香港家庭慘劇及家庭暴力事故不斷發生，引起社會人
士莫大的關注和回響，促使特首曾蔭權在其2006-07年的施政報
告中提出強化家庭功能的政策構思，希望「建立以家庭為核心
的支援網絡，鞏固親密和睦的家庭關係。」家庭支援網絡及親
密和睦家庭關係是良好家庭健康的指標。然而，甚麽是家庭健
康？它涵蓋了那些範疇呢？

家庭健康在此指「家庭有效發掘其內在潛能，面對家庭轉
變及危機時，有足夠抗逆力來處理壓力，並促進個人及家庭成
長，回饋社會。」（Walsh, 2003:8-9）這個定義的好處在於，
第一，它涵蓋面廣，補充了過去從病態角度和統計學觀點去理
解家庭健康的不足 — 前者認為家庭沒有病癥，如家庭糾紛或
暴力，便算健康；後者視一般或接近平均狀態的家庭為健康，
在這個定義下，那些有別於一般狀況的家庭，例如單親家庭，
往往會被標籤為不正常（Walsh, 2003）。第二，本文採納的定
義認為良好的家庭功能是家庭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家庭功
能兼受社會文化環境和家庭的發展生命歷程所影響，這定義能
使我們察覺宏觀系統對家庭健康的影響，不會認為單憑家庭成
員的努力便能達致家庭健康的狀態，而忽視改善客觀環境的重
要性。簡言之，根據我們的定義，健康是一種動態，家庭的健
康狀態會因應其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它不是一種內在而固
定的家庭特質，故不能簡單地基於家庭的某些處境或景況而將



2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之分類，例如父母俱在的家庭是健康家庭，單親家庭便是不健
康的。

根據澳洲的家庭及社區服務署（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的研究顯示，家庭功能能否有效發
揮，家庭是否處於健康狀態，有賴家庭是否擁有足夠及懂得善
用以下五種資源：時間、經濟資本、人力及文化資本、心理資
本、社會資本。家庭功能的發揮受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包括
社經地位、家庭結構及地區文化，它也會隨著家庭處於不同發
展階段而轉變。家庭的不同發展階段可以由子女成長帶動，也
可以因個別家庭成員（如父母）就業或生活方式的轉變而有
異。在不同的家庭發展階段，家庭資源的需求和運用也有分
別，家庭資源不足或資源運用失調，會影響家庭功能和個人身
心的發展。

基於上述的認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家庭及小組
實務研究中心與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2006年
11月合作進行了一項電話民意調查，嘗試系統地探討香港華人
家庭健康狀況及在家庭資源的運用，以建立一套香港家庭健康
的基線指標，並了解不同指標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1 研究
機構於同年12月14日召開記者會作調查結果簡報，並於翌年1月
25日舉辦論壇，反應相當熱烈。由於媒體報道各有焦點，而論
壇講者對調查結果也有不同解讀，未必全面，故本文從現存文
獻出發，深入分析這次調查的結果，以求較全面地呈現香港的
家庭健康狀況及其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並在這基礎上提出
一些政策建議。除特別注明外，本文所引用的資料，均來自上
述電話調查。表1臚列出該調查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資料。

文獻回顧

家庭功能表現於不同生活範疇，據Ryan等（2005）的臨
床驗證，這包括：議決家庭事務（problem-solving）、家人溝
通、角色分工及表現、家人間的情感回應、家人間的情感參與
和行為規範（behaviour control）。良好的家庭功能標示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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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資料（%）

性別 男 41.3
女 58.7
(n) (1010)

年齡 18-24歲 13.3
25-44歲 38.3
45-59歲 34.6
60歲或以上 13.7
(n) (1004)

婚姻狀況 未婚 27.8
已婚 65.5
其他：再婚、同居、離婚或分居、喪偶   6.7
(n) (1009)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17.2
中學、預科 52.9
大專、大學 29.9
(n) (1007)

工作狀況 在職 56.3
主理家務 17.6
在學   6.6
退休 14.8
沒有工作 (因失業或其他原因)   4.7
(n) (1001)

職業類別 經理、專業、輔助專業 32.1
文員、服務、銷售人員 43.1
工人 24.8
(n)   (552)

家庭月收入 1萬港元以下 15.3
1萬至少於3萬港元 37.4
3萬港元或以上 32.5
不知道、不定 14.8
(n)   (931)

家庭結構 核心家庭 (包括父母與未婚子女) 61.3
垂直擴大式家庭 (包括已婚子女與父母、子女與
父母及祖父母)

11.9

夫婦二人家庭   9.8
單親家庭   6.8
獨居   4.5
其他 (包括祖父母與孫兒、夫婦與兄弟姊妹)   5.7
(n) (1010)

宗教信仰 沒有 67.2
有 (包括中國祭祖傳統) 32.8
(n)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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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而良好的家庭功能建基於不同家庭資源的有效運用。本
地及海外研究均指出，家庭如善用其資源，會有效培育孩子，
促進他們的心智發展，協助家人面對不同的生活挑戰，如疾
病、家人突然辭世和經濟困難等，並能克服困難，跟個人的身
心健康息息相關。現就引言提及的各類家庭資源的運用與個人
身心健康的關係作一些文獻回顧與探討。

時間運用

時間運用是指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情況（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家人相聚時間會受家庭
結構的影響。劉玉琼（2004）的研究指出，離婚後的非同住父/
母在參與管教孩子，是存在和可行的，然而，大家不是住在一
起，非同住父/母與孩子相聚時間也有限制。家庭收入也可能影
響家人相聚的時間，本地研究結果發現，家庭收入是否足夠比
較性別意識，更影響婦女外出工作的決定，而婦女外出工作明
顯會影響她們與孩子相聚的時間（Lau, Ma and Chan, 2006）。

香港自亞洲金融危機及經濟結構轉型後，市民的工作時
間明顯延長，超時工作的情況十分普遍（香港婦女發展聯會, 
2006; 鍾庭耀、彭嘉麗、陳雪麗, 2006）。工時長，必然影響
在職人士投放在家庭生活的時間，並可能引致工作與家庭生活
失衡。Wharton及Blair-Loy（2006）在一個有關長工時與家庭
生活兩者關係的跨國調查中發現，受訪的香港在職人士較英美
受訪者感到較大壓力，壓力源於工作與家庭產生的磨擦。研究
結果顯示，中西社會對家庭重視程度不同，香港人比英國和美
國人更重視家庭責任。在社化和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在三地社
會裏，香港的女性員工承受因工作與家庭衝突而引致的壓力亦
遠較男性為高。在處理家庭與工作的衝突時，不少在職婦女都
會減少個人的休息時間或降低對孩子及親職參與的要求（Lo, 
Stone and Ng, 2003; 香港女青年商會、香港明愛, 2006）。

反過來說，定期的家庭活動，例如家人定時一起吃晚飯、
就個別家人的生日及某些特別節日一起慶祝等，對家人，尤其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5

是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裨益（Kiser et al., 2005），而有質素的
家庭閑暇活動亦有助提升整體家庭的凝聚力（劉玉琼, 2004）。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推論，家人相聚及分享時
間的增加會提升個人的身心健康。

經濟資本

富裕的家庭當然給家人提供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不一
定對個人身心健康有顯著的影響，家庭處理財富的能力和效果
（以下簡稱家庭理財效能），比家庭經濟資本更為重要。

家庭財富與家庭社經背景，二者不可分割，家庭社經背景
對個人的影響會因應不同的成長階段和社會文化而有別。本地
一個有關貧窮與青少年成長的質性研究發現，35位來自貧窮家
庭的青少年，由於家人的關愛、母親的教導、特區政府為貧困
人士提供綜援金的基本物質保障，以及個人的積極信念，並沒
有強烈感到家庭的物質匱乏和貧困，反認為貧困的環境，是一
種生活的磨練和激勵（Lam et al., 2004）。然而，這研究樣本數
目少，代表性和普遍性難以確定。

在美國，Fuligni（1997）研究一群來自不同種族背景，包
括拉丁美洲、亞洲及歐洲的青少年學業成績時發現，影響青少
年學業成績最重要的正面因素是父母、個人及同輩對教育的共
同重視，而不是家庭經濟背景。然而，美國在2003年發表的一
份有關美籍印第安人的追踪研究發現，當家庭經濟和物質條件
有所改善，孩子的行為徧差和對抗行為便會明顯下降和減少 
（Costello et al., 2003）。此外，Shek（2005）在香港進行的研
究也發現，受貧困影響的青少年較富足家庭的同輩，其自我價
值和生活能力均較弱，他們的人生希望和生活滿意度也較低。
但該研究也指出，貧困的生活對教導孩子的方法會產生不良影
響，而這些變化，可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以上研究結果缺乏一致性，這些不一致的結果似乎顯示
富裕的家庭雖然能為家人提供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不一定
對其身心健康有正面的影響，由此推論家庭關係與家庭理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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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能比家庭經濟資本更為重要，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本研
究，重新探討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理財效能與個人健康、家庭
健康的關係。

人力及文化資本

人力及文化資本是指家長或主要家庭照顧者的教育程度、
健康狀況、照顧技巧和能力，以及相關的價值和文化觀念。照
顧技巧和能力包括：行為規範技巧、親子交流方法、培育及提
升正面行為和態度的方法、以身作則等（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

Prevatt（2003）在探討英國兒童行為表現與教養子女方法
及其與家庭功能的關係時發現，不一致的親子方法、體罰及惡
劣的家庭關係，會令孩子在社區及學校出現較多行為適應問
題，如過份活躍、攻擊性和違規行為；但來自高功能的家庭及
得到父母關愛的孩子，他們在社區及學校的行為適應較好，並
且能發揮個人的領導及社交能力。然而，以上研究都沒有探討
家庭功能與家庭結構和家庭收入的關係，西方文獻顯示，家庭
結構和收入是單親家庭孩子學業成就較差的主要原因（Marks, 
2006）。針對華人的研究亦顯示，父母的管教模式與孩子的個
人成長密切相關；父母溫馨親切的態度和堅定但合理的管教，
對孩子的精神健康有正面影響（Stewart et al., 1998）。

參考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預計，擁有較多人力及文化資
本的家庭較能有效增進家庭功能，從而提升個人健康及家庭健
康。

心理資本

西方有關家庭壓力、調適與適應的理論認為，不幸事故 
（譬如貧困、疾病、婚姻不和等）是大部分家庭無法避免的
事情（Hill, 1949; McCubbin and Patterson, 1983）。本地文獻也
指出，不幸事故如精神分裂症會影響整體家庭功能（Sun and 
Cheung, 1997），癌病的診斷和醫治也會對個人身心健康帶來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7

負面的後果（Ma, Choy and Sham, 2000; Simpson, 2005）。然
而，個人對不幸事故的認知和應對策略，會對不幸事故與個人
健康的關係起中介作用，影響其強弱程度。在香港，Simpson 
（2005）發現59位乳癌病患者及其家人在面對醫治癌病過程
時，除了患者個人的意志外，家人若能在認知、情感及行為上
作出相應的改變，對扶助患者康復會起著決定性的影響。此
外，Ma、Pun及Lai（2004）也發現，若父母及其他家人對孩
子的情緒和精神問題有一定的認識，便能更有效地幫助孩子成
長。這些研究結果都顯示，個人應付生活的能力和家庭功能，
對保持或提升個人身心健康頗為重要。

家人失業也是家庭重大的不幸事故，一項本地調查發現，
失業或憂慮失業的受訪者，其家庭衝突多了，家庭凝聚力下
降，而個人心理健康也會變差（王家英、馬麗莊、劉玉琼 , 
2003; 馬麗莊、王家英、劉玉琼, 2003）。

中國文化著重家庭和諧，家人不和、家庭衝突被視為大
不幸，而本地的文獻亦發現家庭衝突，尤其是父母之間的衝突
對個人健康及家庭功能有負面影響（The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2; Shek, 1999）。即使在離婚的家
庭中，父母的衝突同樣是阻礙孩子成長，及使離異者難以復原
的負面因素（Lau, 2005, 2006）。

以上研究，初步肯定了家庭不幸事件與個人身心健康的
緊密關係。然而，由於研究重點的局限，研究只可針對特定的
事故（如疾病、失業或貧窮）進行相關研究，未能全面了解香
港華人家庭一般遇到的不幸事故，而這些事故怎樣影響家庭功
能和個人身心健康呢？家庭成員的應付能力怎樣？他們感到應
付得來嗎？對於這些問題，目前仍未有科學的量化數據可供參
考。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來自人際關係及社區參與（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良好的人際關係源於鄰舍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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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親朋關愛，而促進人們參與社區的因素包括良好的居住環境
（包括屋內及屋外環境，如完善的醫療服務及文化康樂活動設
施），以及健全的社區組織。

黃洪（2004）的研究便發現，人際關係和社區參與跟家
庭收入有著關連，本地的貧困家庭，其社會網絡比較薄弱和有
限，可以投放在培育子女的社會資本不多。然而，家庭結構和
家庭收入應有一定的關係（見下文表21），它們對人際關係及
社區參與的影響是否存有差異？黃洪並沒有在研究中回答這個
問題。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是社會資本及人力和文化資本運用的指
標，何瑞珠（2002）的研究嘗試探討家長參與和孩子學業及其
他表現的關係。結果顯示，通過參與，家長與老師和其他家長
建立互信關係，並掌握到子女的學習情況及需要，給予適切的
輔助和支援，有助提升子女學業及其他方面的表現。Cheung等
（2004）亦發現，青少年若經常跟家人討論時事及參與學校的
社會事務活動，其社會意識及社區參與亦會較強。

以上的本地研究結果初步肯定了人際關係、社區參與和個
人狀況的關係，但它們並沒有探討居住環境與家庭健康兩者的
關係和對個人身心健康的影響。有見及此，本文希望透過前述
的調查數據探討居住環境、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以填補這方面的空白。

研究結果

香港華人家庭的家庭健康狀況與家庭功能

家庭的一般功能普遍被界定為主要家庭健康指標。本研究
採用了一個以十條問題組成的量表來量度香港家庭健康，這量
表包含了上述Ryan等（2005）所提及五個家庭功能中的四個：
即議決家庭事務、家人溝通、角色分工及表現、家人間的情感
回應和家人間的情感參與，當中的角色分工及表現只量度家長
角色，並只限於有18歲以下孩子的家庭，這樣的決定，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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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行為規範此方面的家庭功能，主要是由於電話訪問在時間
及形式上的限制。

作為香港華人家庭健康指標，表2顯示，有關家庭功能的四
項正面指標，包括「當危機出現時，家人能互相扶持」、「家
人之間會彼此接納對方」、「家人之間可以表達彼此的感受」
和「家人是可以互相信賴」，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受訪者分別有
94.1%、89.9%、82.9%及92.4%。但對反面的五個指標，不同意
和非常不同意的受訪者就沒有那麼多，當中以「家人會盡量避
免去說令大家憂慮的事情」最少，只有53.6%。次低的是「家
人有傷心的事情都不能夠互相傾訴」，有65.6%。顯而易見，

表2：香港家庭健康指標：家庭功能（%）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不知道 (n)

正面量度
當危機出現時，家人能互相
扶持

18.4 75.7   3.3   0.3 2.3 (1010)

家人之間會彼此接納對方 12.3 77.6   5.8   0.4 3.9 (1010)
家人之間可以表達彼此的
感受

  7.6 75.3 12.4   0.4 4.3 (1010)

家人是可以互相信賴 15.1 77.3   4.8   0.6 2.2 (1010)
反面量度
計劃家庭活動很難，因家人
之間存在誤解

  2.2 22.7 61.2   8.7 5.2 (1010)

家人有傷心的事情都不能夠
互相傾訴

  3.0 28.3 58.9   6.7 3.1 (1010)

家人會盡量避免去說令大家
憂慮的事情

  2.4 38.7 49.7   3.9 5.3 (1010)

家人之間有很多怨氣   1.5 19.4 64.3 12.0 2.9 (1010)
一家人很難一齊做決定   2.6 22.5 63.1   4.9 7.0 (1010)

非常 
稱職

頗稱職 不稱職 非常 
不稱職

不知道

整體來說，你認為府上家長
在管教子女的表現稱職嗎？

17.3 65.9 12.5   0.3 4.0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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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香港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人都能互相扶持，亦能信賴及
接納對方。但遇到憂慮或傷心的事情時，不少香港家庭的成員
則傾向隱藏個人的擔憂和感受，這反映出一種不想令家人擔心
的心態，亦顯示中國人要隱諱不幸的傳統觀念。就家長角色的
表現，在352個有18歲以下孩子家庭中，超過八成（83.2%）的
受訪者覺得家長的表現非常或頗稱職；不稱職或非常不稱職的
則有12.8%，整體來說，這項角色分工及表現的家庭功能運作
良好。

由於上述九項指標都與家庭內部的協調與團結有關，我
們將之合併為一概括性的概念「家庭功能」，合併後的均值
為2.89，是不錯的水平。若比較不同家庭結構的家庭功能均
值，夫婦二人家庭（2.94）、核心家庭（2.90）及垂直擴大式
家庭（2.89）的家庭功能，稍高於單親家庭（2.81）及獨居者 
（2.79）。另外，家庭收入愈高，家庭功能便愈高。三組不同
家庭收入的家庭功能均值分別為三萬或以上的2.97、一萬至少
於三萬的2.88和一萬以下的2.74（表3）。結果顯示，單親家庭
和獨居者的家庭功能較夫婦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和垂直擴大式
家庭為低；而家庭收入愈高，家庭功能亦愈高。

家庭資源的運用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家庭的家庭健康，我們以下將探討
不同家庭資源的運用情況。

一、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時間

量度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情況可以顯示家庭的時間運用，家
人能經常相聚及分享反映出一種珍惜目前的心境，這是家庭健
康的一項正面指標。表4指出，有超過六成（62.5%）家庭經常
一家人一起吃晚飯，但經常閑話家常及一起進行閑暇活動（例
如看戲、看電視、行街購物和到公園）的比例則較少，分別為
38.8%和37.1%。

為了簡化資料，我們將三個變項整合為「家人相聚」指
標，總體的均值為2.12（表5）。若比較不同的家庭結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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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來自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的家人相聚均值存在顯著差
異。均值最高的來自垂直擴大式家庭（2.28），其次是夫婦二
人家庭（2.23），而均值較低的則是單親家庭（1.85）及獨居

表3：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家庭功能的關係

家庭功能均值 (n)
總體 2.89 (1009)
家庭結構 (F-ratio = 2.807*)
核心家庭 2.90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2.89   (120)
夫婦二人家庭 2.94     (99)
單親家庭 2.81     (69)
獨居 2.79     (44)
其他 2.81     (58)
家庭月收入 (F-ratio = 28.852***)

1萬以下 2.74   (141)
1萬至少於3萬 2.88   (348)
3萬或以上 2.97   (303)

* p < .05，*** p < .001。

注： 家庭功能均值來自合併表2有關家庭功能的九個變項而成的新尺度 
（scale），為了使各題目的方向性一致，各反面量度的變項均反向
重組編碼，所有變項相加後再化為以0為最低及3為最高的新尺度；
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Alpha = 0.752），均值愈高代表家庭
功能愈高。

 均值上的差異以單因方差分析（ANOVA）檢定；下同。

表4：香港家庭健康指標：家人相聚及分享的狀況（%）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n)
過去一個月，一家人一起吃晚飯 62.5 21.2 12.6   3.8 0.0 (1010)
過去一個月，一家人閑話家常、 
討論時事，或者分享對事物感受

38.8 32.4 19.8   8.7 0.3 (1010)

過去一個月，一家人一起進行閑
暇活動

37.1 30.8 18.8 13.0 0.3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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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16）。在不同家庭收入上，差異也很大。家庭收入在一
萬元以下的家庭，家人相聚的均值為1.89，遠低於其他兩組有
較高家庭收入的家庭（一萬至少於三萬：2.18；三萬或以上：
2.25）。研究結果顯示，單親家庭及獨居者的家人相聚及分享
的時間較垂直擴大式家庭和夫婦二人家庭為少；而家庭收入較
低的家庭，其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時間亦較少。

二、家庭的理財效能

如前面文獻回顧中指出，經濟資本的運用顯示家庭理財
能力和效果。家庭愈少入不敷支的情況，理財效能便愈高，家
庭健康也會愈好。表6的結果顯示，接近七成（69.1%）受訪
者的家庭沒有入不敷支的情況，而表示家庭經常和間中出現入
不敷支情況的則有18.4%。若以總體均值來評估，3.47的均值

表5：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家人相聚的關係

家人相聚均值 (n)
總體 2.12 (1010)
家庭結構 (F-ratio = 20.029***)
核心家庭 2.19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2.28 (120)
夫婦二人家庭 2.23 (99)
單親家庭 1.85 (69)
獨居 1.16 (44)
其他 1.95 (58)
家庭收入 (F-ratio = 11.422***)

1萬以下 1.89 (141)
1萬至少於3萬 2.18 (348)
3萬或以上 2.25 (303)

*** p < .001。

注：家人相聚均值來自合併表4有關家人相聚及分享狀況的三個變項而成
的新尺度；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Alpha = 0.753），其值以
0為最低，3為最高，均值愈高，代表家人相聚及分享的頻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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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反映出不錯的理財效能（表7）。若比較不同家庭結構受訪
者的家庭理財效能均值，夫婦二人家庭的理財效能（3.71）遠
較其他家庭結構為高，當中以單親家庭最低（3.18）。至於不
同家庭收入方面，有三萬或以上家庭收入的家庭理財效能最高 
（3.72），其次為有一至少於三萬家庭收入的家庭（3.44），而
最低的則是一萬元以下家庭收入的家庭（2.94）。結果反映出
單親家庭及收入較低家庭的理財效能較弱。

表6：香港家庭健康指標：經濟資本 — 理財效能（%）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n)

每月收支有否出現入不 
敷支的情況

5.1 13.3 9.8 69.1 2.8 (1005)

表7：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理財效能的關係

理財效能均值 (n)
總體 3.47 (977)
家庭結構 (F-ratio = 3.589**)
核心家庭 3.48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3.34 (116)
夫婦二人家庭 3.71   (96)
單親家庭 3.18   (65)
獨居 3.67   (43)
其他 3.38   (55)
家庭收入 (F-ratio = 38.579***)

1萬以下 2.94 (139)
1萬至少於3萬 3.44 (342)
3萬或以上 3.72 (303)

** p < .01，*** p < .001。

注：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1 = 經常，2 = 間中，3 = 很少，4 = 沒有； 
均值愈高，代表入不敷支的情況愈少，亦即理財效能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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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的人力及文化資本運用

有關人力及文化資本的運用，由於研究資源的限制，我們
的調查只集中於有18歲以下孩子的家庭（n = 352）。這些資
本對孩子的培育非常有用，家長若能恩威並施，以冷靜態度來
處理孩子問題，並給予孩子適切的輔導，便是一種開明及導向
式的教導方法。不少本地及西方研究發現，這教導方法有助孩
子健康成長和提升家庭健康。表8顯示，能經常對孩子恩威並
施的家長有38.4%，經常以冷靜態度來處理孩子問題的家長有
47.7%，而經常給予孩子適切輔導的家長有70.7%。

我們把以上三個變項整合成一指標，作為反映家庭的人力
及文化資本，其表徵為該家庭以開明及導向的方式教導孩子。
整體而言，受訪家庭的教導方法大都傾向開明及導向式，這可
見於頗高的總體均值（2.34）。研究結果顯示，核心家庭、垂
直擴大式家庭和單親家庭在教導方法上沒有顯著的分別。但
在家庭收入方面，有三萬或以上家庭收入的家庭（2.54）較其
他兩組較低家庭收入的家庭（一萬至少於三萬：2.27；一萬以
下：2.28），更傾向以開明及導向式的方法教導孩子（表9）。

四、心理資本：家庭逆境與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

前面說過，不如意事件（如疾病、婚姻不和、失業等）的
發生，對家庭整體運作會有影響。如表10指出，表示在過往一
年曾遇到不如意事件的受訪者有207人（20.5%），當中190人
遇到一項不如意事件，11人遇到兩項不如意事件，而1人遇到三
項不如意事件；2 當中最多人遇到的不如意事件是「家人不和」
（56人次），其次是「家人或自己有病」（42人次），而第三
位是「家人失業或有經濟困難」（35人次）。

同樣地，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亦會影響其家庭健康。
當被問及在應付日常生活時有否感到力不從心時，超過四成 
（45.1%）受訪者經常或間中有此感覺（表11）。此外，表
12的結果亦發現，家庭結構與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沒有顯
著的關係，但來自不同收入家庭的受訪者，應付生活能力的差
異卻有顯著分別 — 家庭收入愈高，應付生活能力便愈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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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香港家庭健康指標：人力及文化資本 — 開明及導向式 
教導子女（%）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n)
家中大人管教未成年子女
時有否恩威並施

38.4 35.2 14.5 9.4 2.6 (352)

家中大人管教未成年子女
時有否冷靜處理

47.7 37.8   6.5 4.3 3.7 (352)

家中大人管教未成年子女
時有否給予適切輔導

70.7 20.2   4.5 2.3 2.3 (352)

表9：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開明及導向式教導子女的關係

開明導向式 
教導子女均值

(n)

總體 2.34 (350)
家庭結構 (F-ratio = 1.081)
核心家庭 2.34 (247)
垂直擴大式家庭 2.30   (73)
單親家庭 2.20   (17)
其他 2.59   (13)
家庭收入 (F-ratio = 7.157**)

1萬以下 2.28   (39)
1萬至少於3萬 2.27 (137)
3萬或以上 2.54 (110)

** p < .01。

注：開明導向式教導子女均值來自合併表8有關家中成人管教未成年孩 
子方法的三個變項而成的新尺度，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 
（Alpha = 0.604），其值以0為最低，3為最高，數值愈高，代表愈 
傾向以開明及導向式方法教導孩子。

自三組不同收入家庭的受訪者，其應付生活能力的均值分別為
2.00（三萬或以上）、1.80（一萬至少於三萬）和1.65（一萬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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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來自人際關係及社會參與，良好的人際關係源
於鄰舍互助和親朋關愛，社會參與則反映於參與民間組織及活
動（包括專業、學術、宗教、社區或政治團體等），這亦是人

表10：家庭抗逆力：家中有否遇到不如意事件（%）

過往一年曾否遇到不如意事件
沒有 79.0
有 20.5
忘記   0.5
(n) (1010)
不如意事件1

家人不和 26.0
家人或自己有病 (包括因重病或意外需住醫院) 19.5
家人失業或有經濟困難 16.3
家人去世 13.0
家人的爭吵令孩子受困擾，出現情緒或行為問題 13.0
與配偶感情出問題 (包括離婚)   4.2
子女管教問題   3.7
父母離異   1.9
其他   2.3
(n)   (215)

注：1. 只問過往一年家中有發生不如意事件的受訪者，樣本數為人次而非
人數，百分比以人次為基數。

表11：家庭抗逆力：應付生活能力（%）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n)

應付日常生活時有否感到
力不從心

7.3 37.8 16.9 37.2 0.7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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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絡的一部分。這些互助、關愛及參與反映出社會資本的投
資、積聚及回報，愈多社會資本，家庭健康亦會愈好。

表13發現，近五成（48.5%）受訪者跟鄰居熟絡或非常熟
絡；經常跟朋友交往的比例也頗高，為48.0%，而經常跟親戚
聯絡的比例則稍遜，只有26.7%。但受訪者投放於民間組織活
動的時間則更少 — 表示經常參與民間組織活動的只有12.1%，
而沒有參與的卻有56.6%。這或許顯示香港市民對參與民間組
織活動並不熱衷。

此外，為了簡化資料，我們亦將以上四個變項整合為一指
標「人際社會資本」，作為反映個人在人際方面的社會資本。
表14的結果顯示，總體的均值為1.87，不算很高。而比較分析
亦發現，來自不同家庭結構受訪者的均值較接近，統計分析不
呈顯著關係，表示社會資本運用情況相近。然而，來自不同家
庭收入受訪者的均值則呈顯著差異，家庭收入愈高，擁有人際

表12：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應付生活能力的關係

應付生活能力均值 (n)
總體 1.85 (1003)
家庭結構 (F-ratio = 0.269)
核心家庭 1.85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1.84   (119)
夫婦二人家庭 1.94     (96)
單親家庭 1.80     (69)
獨居 1.77     (44)
其他 1.81     (58)
家庭收入 (F-ratio = 6.829**)

1萬以下 1.65   (140)
1萬至少於3萬 1.80   (345)
3萬或以上 2.00   (303)

** p < .01。

注：應付日常生活感到力不從心：0 = 經常，1 = 間中，2 = 很少， 
3 = 沒有；均值愈高，代表應付生活的能力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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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香港家庭健康指標：社會資本 — 人際方面（%）

非常 
熟絡

熟絡 不熟絡 完全 
不熟絡

不知道 (n)

與鄰居的熟絡程度 8.1 40.4 43.8   6.5 1.1 (1009)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過往一個月與不同住親戚
聯絡或交往

26.7 43.4 21.7   8.2 0.0 (1008)

過往一個月與朋友聯絡
或交往

48.0 35.9 13.8   2.3 0.1 (1009)

過往一個月參與民間組
織活動

12.1 12.3 19.0 56.6 0.0 (1009)

表14：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人際社會資本的關係

人際社會資本均值 (n)

總體 1.87 (1009)

家庭結構 (F-ratio = 0.266)

核心家庭 1.86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1.93 (119)

夫婦二人家庭 1.91 (96)

單親家庭 1.88 (69)

獨居 1.78 (44)

其他 1.87 (58)

家庭收入 (F-ratio = 4.539*)
1萬以下 1.79 (142)
1萬至少於3萬 1.85 (348)
3萬或以上 1.94 (303)

* p < .05。

注：人際社會資本均值來自合併表13有關與親朋及社會參與等四個變
項而成的新尺度，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性一般（Alpha = 
0.420），仍可接受，其值以0為最低，3為最高，數值愈高，代表擁
有愈多人際方面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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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也愈高（三萬或以上：1.94；一萬至少於三萬：1.85；
一萬以下：1.79）。

另一方面，鑒於家居環境有助家人的交流，而家外環境 
（包括社區設施及治安情況）對社區參與也有一定的影響，我
們把居住環境（包括屋內及屋外環境）的滿意也視為社會資本
之一種，並假定滿意度愈高會帶來更好的家庭健康。表15顯
示，大多數受訪者對家居內及家居外環境都非常滿意或滿意，
分別達89.1%和82.4%。我們亦將以上兩個變項整合為一指標 
「居住環境社會資本」，作為反映這方面的社會資本。據表
16所示，家庭結構與居住環境的社會資本不呈顯著關係，表示
來自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對其居住環境的滿意度頗為接近。
但比較分析的結果卻發現，家庭收入愈高，對居住環境的滿意
度便愈高（三萬或以上：3.05；一萬至少於三萬：2.94；一萬
以下：2.88）。結果反映出，低收入家庭可能有較少的社會資
本。

家庭健康指標的交互關係

綜合前述的文獻及討論，我們可較具體地理解不同資源的
運用怎樣相輔相成地提升家庭健康。例如，通過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如家長教師會及賣旗籌款活動，家長與老師、子女同
學的父母，以及相關社區人士可建立互信，對子女起著示範作
用，讓他們看到人與人之間互助關懷的重要性，這也是社會資
本的投資、建立及累積。在參與學校活動時，家長能掌握子女
的學習情況及需要，從而作出輔導及支援，也是回報社會的表
現。加上相應的人力及文化資本的投入，如帶子女參觀博物館
及跟他們討論時事等，子女不論在學業或行為品德上都會有所
進益。所有這些資本的投資及運用都會提升個人及家庭功能，
亦是家庭健康的正面指標。對成人來說，人際間的交流和互
信，家人在逆境時的互相扶持，以及滿意的起居環境，都會令
人減少憂慮（King and Wynne, 2004; Phongsavan et al., 2006）。

不同資源運用的相互關係可見於表17。大多數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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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顯著，除不如意事件外，它們都是相輔相成的，例如理財
效能愈高，應付生活能力（r = .365）、家庭功能（r = .250）、
親朋及鄰舍聯繫與支援（r = .108），以及對居住環境的滿意度
（r = .188）也愈高。相反地，理財效能跟不如意事件的關係是
負向的，它們的r係數是-.136（表10的結果便發現，有16.3%的

表15：香港家庭健康指標：社會資本 — 居住環境方面（%）

非常 
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n)

家居內環境 12.6 76.5   9.2 0.4 1.3 (1009)

家居外環境   6.9 75.5 15.1 1.4 1.1 (1009)

表16：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居住環境社會資本的關係

居住環境社會資本均值 (n)
總體 2.96 (1005)
家庭結構 (F-ratio = 1.284)
核心家庭 2.96 (617)
垂直擴大式家庭 3.00 (119)
夫婦二人家庭 2.97 (98)
單親家庭 2.85 (68)
獨居 2.91 (45)
其他 2.93 (58)
家庭收入 (F-ratio = 9.844***)

1萬以下 2.88 (142)
1萬至少於3萬 2.94 (348)
3萬或以上 3.05 (303)

*** p < .001。

注：居住環境社會資本均值來自合併表15有關居住環境的兩個變項而成
的新尺度，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Alpha = 0.589），其值以
1為最低，4為最高，數值愈高，代表擁有愈多居住環境方面的社會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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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意事件是「家人失業或有經濟困難」，這可解釋以上的負
向關係）。

家庭健康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表18列出了受訪者對身體及精神健康狀況的自我評估。用
1至5分來評估，兩者的均值都超過3分，分別為3.53和3.61，即
是高於普通的水平。

究竟個人身心健康跟不同的家庭健康指標有多大關係呢？
表19的相關係數顯示，除了開明導向式教導方法的 r 係數外，
所有其他的 r 係數都是統計上顯著，表示大部分家庭健康指標
與個人身心健康存有一定的相關性，除不如意事件外，家庭健
康指標的均值愈高，個人身心健康狀況的評估便愈高。相反
地，負面家庭資源的出現，即不如意事件帶來的心理壓力，會
令身心健康狀況的評估也下降。

為了進一步確立不同家庭資源對個人身心健康的影響，
並找出它們的相對重要性，我們就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進行了
迴歸分析。在了解個別家庭資源上，我們用開明導向式教導方
法來量度人力及文化資本，因此樣本只來自有18歲以下兒童的
352個家庭，不能代表其他家庭。為了增強迴歸分析的代表性，
我們以個人層面的資料來量度人力及文化資本，這包括受訪者
的學歷和宗教信仰。基於上述的認知理解，我們推論，愈高學
歷及有宗教信仰，個人身心健康都會較好。除各類家庭資源，
一些基本個人及家庭資料都會在某程度影響個人的身心健康，
這包括性別、年齡、工作狀況、家庭結構和家庭收入。

表20列出解釋個人的身體和精神健康差距的兩組迴歸
分析，兩組分析結果都達統計顯著水平。首先其 F 值分別為
8.467和12.874，兩者的或然率都低於 .001，這表示所有自變項
對身體和精神健康的整體影響是顯著的。但在解釋兩評估的差
距變異時，前者則較弱，其adjusted R2 為 .156；後者則較強，其
adjusted R2 是 .227。 

就個人社經背景而言，不同性別在評估身體健康時有差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23

表18：香港家庭健康指標：個人自我身心健康評估

健康評估 (%) (n) 均值

非常好 幾好 普通 幾差 非常差 不知道

過去一個月身體
健康狀況

12.1 40.7 36.8 8.8 1.6 0.0 (1009) 3.53

過去一個月精神
健康狀況

14.1 44.0 31.5 9.1 1.2 0.1 (1009) 3.61

注：健康評估：1 = 非常差，2 = 幾差，3 = 普通，4 = 幾好，5 = 非常好，均值
愈高，代表自我評估的身心健康愈好。

表19：不同家庭健康指標與個人自我身心健康評估的關係

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 -.662***
(1008)

—

家人相聚 -.183***
(1009)

-.242***
(1008)

理財效能 -.163***
  (976)

-.195***
  (975)

開明導向式教導方法 -.102***
  (349)

-.091***
  (349)

不如意事件 -.074***
(1004)

-.122***
(1003)

應付生活能力 -.280***
(1002)

-.354***
(1002)

家庭功能 -.162***
(1008)

-.216***
(1007)

人際社會資本 -.199***
(1008)

-.268***
(1007)

家居環境社會資本 -.259***
(1005)

-.269***
(1004)

* p < .05，*** p < .001。

注：表中係數為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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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個人自我身心健康評估的迴歸分析（β）

自變項 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
性別 (男) .057 .050
年齡 (相較60歲或以上組別)

18-24歲 -.042 -.107
25-44歲 -.020 .001
45-59歲 -.016 .032

工作狀況 (相較沒有工作組別)
在職 .052 .026
退休 -.026 .015
主理家務 -.007 -.063
在學 .037 .013

家庭結構
核心家庭 .120 .015
垂直擴大式家庭 .079 -.016
夫婦二人家庭 .045 -.078
單親家庭 -.018 -.079
獨居 .040 -.021

家庭收入 (相較1萬以下組別)
1萬至少於3萬 .010 -.011
3萬或以上 .055 -.043

家庭資源 
家人相聚 .066 .112**
理財效能 .029 .037

人力及文化資本 (相較小學或以下學歷組別)
中學、預科學歷 .120** .106*
大專、大學學歷 .065 .090
有宗教信仰 -.018 .028

心理資本
曾遇到不如意事件 -.017 -.050
應付生活能力 .194*** .245***
家庭功能 -.003 .015

社會資本
人際社會資本 .117*** .163***
居住環境社會資本 .147*** .128***

F 8.467*** 12.874***
Adjusted R2 .156 .227

*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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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男性的評估較女性為高，但此差別並不顯著。另年齡及工
作狀況在身心健康評估上亦沒有顯著差別。而就家庭結構而
言，來自核心家庭的受訪者，相對於所有來自其他家庭結構的
受訪者，在身體和精神健康上都有較高的評估；反之，來自單
親家庭的受訪者，對兩方面的評估則較低，但此等差異都未達
統計上顯著的水平。最後，不同家庭收入在兩類評估上都沒有
顯著差別。

此外，就個別家庭資源的影響而言，在兩組迴歸分析中，
有顯著影響的家庭資源來自同一類別。據它們的β值，我們可
分辨其相對的重要性：β值愈高，其影響力愈大。影響身體
健康的最重要家庭資源是應付生活能力（β = .194），其次
是居住環境社會資本（β = .147），再其次是人力及文化資
本（中學、預科學歷）（β = .120），最後是人際社會資本
（β = .117）。在精神健康的迴歸分析中，最重要的家庭資
源，亦是應付生活能力（β = .245），其次是人際社會資本 
（β = .163），再其次是居住環境社會資本（β = .128），跟著
的是家人相聚（β = .112）和人力及文化資本（中學、預科學
歷）（β = .106）。

作為心理資本，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反映個人的信心及家
庭給予的精神支持，這與個人身心健康息息相關。香港社會雖
然被形容為功利社會，事實上很多香港人都很珍惜人與人間的
互信互助，有關社會資本的重要性正好印證這一點。居住環境
對提升身體健康是重要的，睦鄰及良好社會網絡對個人心理發
展更為重要。是次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能跟家人多相聚和分享
確實是保持及提升身心健康的良方。但就人力及文化資本的影
響而言，分析結果則令人有點意外，最高學歷人士的身心健康
自評與最低學歷者相若，具中等學歷者倒有最高的身心健康自
評。然而，必須強調，由於本研究有關家庭資源及個人身心健
康的量度不大縝密，誤差在所難免，是次迴歸分析結果只能讓
我們粗略地了解不同家庭資源的相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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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

在概念上，家庭功能是一過程（process），其動力源於家
庭發展及個別家人成長的需要，在運行中，受外在社會環境及
觀念的影響，家庭功能可能出現失衡，或個別家庭功能不能有
效發揮的情況。在面對逆境時，家庭健康及個人身心健康便會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實際情況中，不同家庭擁有的家庭資
源都有分別，而這些資源的有效運用會直接影響家庭功能的發
揮，其相輔相成的作用亦能提升個人身心健康。

迴歸分析指出時間是一項重要的家庭資源，但調查結果顯
示，在香港，除非一起吃晚飯，否則家庭成員並沒有花太多時
間分享或進行閑暇活動，有礙家人建立互信互賴的關係，這會
影響兒童的身心發展（劉玉琼, 2004; Kiser et al., 2005）。

由於個別及客觀因素，單親家庭及低收入家庭的理財效能
都較差，但迴歸分析顯示其對個人身心健康並無太大影響。這
反映物質的匱乏不一定對家庭及個人健康帶來負面作用，此發
現與過去本地研究的結果（Lam et al., 2004）一致。相反地，若
家人能以堅忍的態度去面對困難，貧窮可能反而增加或誘發家
庭功能的發揮，以及提升個人面對逆境的能力。

人力及文化資本對孩子的成長至為重要，但在迴歸分析
中，最高的學歷，即大專或以上程度，以及宗教信仰對個人身
心健康都沒有顯著的作用。這異於一般的推論，可能歸因於量
度的範疇較偏狹，導致其信度較低。

應付生活能力的自我評價較高，反映受訪者的自信，這是
一種很強的正面心理資本，其對個人身心健康的影響遠較其他
自變項為大，迴歸分析特別顯示出這一重要資本。與預測不符
的是迴歸分析顯示，整體家庭功能對個人身心健康均沒有獨立
影響力。這結果提醒我們，個人身心健康與家庭功能雖然有著
正相關，然而其相關性是受著其他變項影響，譬如個人應付生
活能力。有見及此，本地研究者就家庭功能與個人身心健康兩
者的關係，仍須繼續探討，不能過早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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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證社會資本對個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時，本研究發現
人際的社會資本相對於環境的社會資本對個人精神健康的影響
較大；而在身體健康方面，環境的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則較強。
不論在社區及個人層面，人際的社會資本跟個人健康自評的
互動關係，在很多研究中已得到印證（Mellor and Milyo, 2005; 
Yip et al., 2007），但有關環境的社會資本所發揮的影響，文獻
不多，本研究提供的數據，確實補充了這方面知識的不足。對
家居及社區環境的滿意度，當然建基於個人及家庭對空間及設
施、設備的感受和運用，迴歸分析檢測出環境的社會資本對個
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這一檢測亦印證了個人，家庭及環境之
間的互動關係。

總結及建議

本研究旨在描繪香港家庭功能的發揮，以建立一套家庭健
康基線指標，並檢視不同家庭資源的運用與家庭健康及個人身
心健康的關係，從而提出一些政策建議，提升香港家庭健康及
個人身心健康。總括而言，有很多香港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
人都能互相扶持，也能互相信賴及接納對方。但遇到憂慮或傷
心的事情時，不少香港家庭的成員便不容易互相表達個人的擔
憂和感受。就個別家庭資源，不論是跟家人相聚的時間、理財
效能或家庭凝聚力，單親家庭和獨居者都較其他家庭少或差；
在不同家庭資源上，低收入的家庭亦遠較高收入的家庭少或
差。很多單親家庭和獨居者的家庭收入都屬偏低（表21），可
以說，這類家庭面臨的危機相對較大。

我們的研究結果突顯出不同家庭資源運用的相輔相成關
係，及其與個人身心健康的相互關係。然而，本研究數據顯
示，個人應付生活能力、居住環境、社會網絡，以及個人學歷
對個人的身體及精神健康的影響，比家庭功能更是顯著。基於
以上發現，我們建議：

一、香港特區政府提升家庭功能的政策應建基於一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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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家庭及個人在不同階段發展需要的理論框架上，以便有效
地協調不同政府部門的資源來提升家庭及個人身心健康。

二、特區政府提升香港華人家庭功能的政策，應集中增強
家庭應付生活的能力、改善居住環境、擴闊社會網絡、提升個
人學歷、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及讓家人多點相聚時間。

三、由於單親家庭及低收入家庭的各類家庭資源均相對短
缺，各相關社會系統（包括教育、社會褔利、醫療）及僱主，
應制訂相互協調的政策，從而增強這類家庭及個人資源，包括
提升個人就業能力、支援家庭服務及親子教育，以及訂定合理
工時和工資。

四、政府應探討獨居人士的需要及作出回應，以協助他們
有效地參與社會和社區，從而增強其身心健康。

由於以電話訪問作調查方法的限制，本研究在量度個別家
庭健康指標及探究家庭資源的運用時，難免有不足之處，故此
在引述本文所述數據或引申相關分析時，應留意其可能存在的
偏差及局限。

注釋

1. 是次調查由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負責籌劃及進
行。此調查的抽樣方法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從最新的
香港住宅電話簿（中、英文版）中隨機抽出8,500個電話

表21：家庭收入與家庭結構的關係（%）

家庭收入 核心 
家庭

垂直擴大式 
家庭

夫婦 
二人家庭

單親 
家庭

獨居 其他

1萬以下 13.1 11.3 28.6 36.7 57.1 12.7
1萬至少於3萬 48.2 40.2 31.0 46.9 22.9 42.5
3萬或以上 38.7 48.5 40.5 16.3 20.0 45.0
(n) (488) (97) (84) (49) (35) (40)

χ2 76.022***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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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為了使未刊載的住宅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選中，我
們將已抽選的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刪去，再配上由電
腦產生的隨機數字，成為是次調查的樣本。第二步，當成
功接觸住戶後，再選取其中一名18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作
為訪問對象。調查於2006年11月8至15日，每晚六至十時
進行。在8,500個電話樣本中，有2,709個發現線路有問題 
（包括長鳴、傳真機等）或非住宅電話，另外有1,520個無
人接聽（經兩次不同時間嘗試）。最後成功接觸住戶的樣
本數目為4,271個，當中有908個拒絕受訪，而其他問題有
1,211個，另外有1,142個無適合的受訪者（如外籍人士或沒
有成年人在家等），最後成功訪問了1,010人。排除無適合
的受訪者，是次調查的回應率為52.7%。以95%的可信度推
估，抽樣誤差約在正和負3.08%以內。由於香港家庭的電
話安裝率高達99.9%，整個調查樣本應有足夠的代表性。

2. 當中五人沒有給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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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 
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中文摘要）

西方文獻顯示家庭健康與個人身心健康是互相影響的，但
本地研究在這方面的資料卻嚴重不足。有見及此，本文利用一
項電話調查數據，探討香港華人家庭健康狀況及不同家庭資源
的運用，了解不同家庭資源運用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分辨
那些家庭有較高或較低的家庭健康水平，以及建立一套香港家
庭健康的指標。我們發現，很多香港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人
都能互相扶持；他們也可以互相信賴和接納對方，發揮家庭的
功能。然而，約四成的受訪者在遇到憂傷的事情時，家庭成員
不容易互相表達個人的擔憂和感受。在個別家庭資源上，不論
是與家人相聚的時間、理財效能和家庭功能三方面，單親家庭
和獨居者都較核心和垂直擴大式家庭少或差，低收入家庭在不
同家庭資源上，較高家庭收入的家庭少或差。除了不如意事故
外，家庭健康各指標與個人身心健康有著正面的關係，而廻歸
分析結果亦顯示，應付生活能力、社會資本（人際和環境）、
學歷和家人相聚都是影響個人身心健康的主要變項。這些結果
應可為特區政府在制訂強化家庭功能政策時提供有用的指引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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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link between family health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has been demonstrated by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West, 
there is a dearth of local studies in this are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cross-sectional telephone survey conducted in 2006, this paper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family health of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and 
the link to individual well-being. The survey findings show that in the 
face of distress and crisis, the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perceive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s being capable of providing mutual 
help and support, indicating that these families were functioning 
well. However, over 40% of the respondents chose not to share their 
feelings of sadness and worry with their families. The efficient use 
of different family resources was found to reflect family health. 
Nevertheless,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income acted as mediating 
factors. In comparison with nuclear families and extended families,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lone families reported lower mean scores 
on the amount of time family members spend together, efficacy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perceived general family functioning. 
Low-income families tended to have significantly less family 
resources than high-income famil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the different indicators of family health ha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person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ping efficacy, social capital (both 
inter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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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amily time accounted for a significant variance in person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ll of these findings ar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n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policy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ing of Chinese 
families in Hong Kong. 




